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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灰堆”:明清江南坍涨地之变迁与地方社会

冯贤亮
*1

(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433)

【摘 要】: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域资源的变化及利用，引起官方与民间的广泛关注。当中因环境变化和人力作用

引起的各类坍涨，影响到地方与政府的一些基本利益。在水域资源的利用方面，王朝统治者采取了很多制度上的应

对方式和策略，暂时与社会各方利益之间达致一种平衡状态，但因受到环境与社会两方面的持续性影响，也时常被

打破。江南民众、地方势豪与州县官府在其间形成的利益争夺形态及其紧张关系，因而得以清晰呈现，特别是被地

方官吏视为“锦灰堆”的水土坍涨形态，占夺情况比较严重，也严重影响到地区水利事业。当然，与水争田、与民

争利是明清时期太湖水乡生活的常态，也是环境变化、生存压力下的表现，并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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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明代以来，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日益成为官民之间利益分割的主要问题。借助地方传统的规约和王朝统治的策略安

排，在特定的区域社会内可以达致一种比较平衡的状态。不过因时代变化与地理环境的演变，在官民之间、官绅之间以及地方

民众之间仍时常会产生新的利益纠纷和矛盾冲突。

据《明史·食货志》的说法，明初的“官田”，都是“宋、元时入官田地”，其后有还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

马草场、城壖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以及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

廉田，军、民、商屯田等，都通称“官田”。此外，则属“民田”。其中，值得注意的“公占隙地”，大多是民间义冢或显贵

坟茔，或官仓坛殿等所占用之田。
[1]417

这类土地资源，在地方文献中多与“坍荒”并列，属于易被地方营私之类。在万历初期，

常熟籍官员赵用贤就曾上疏朝廷，提及这一问题，并强调州县衙门中专门负责地籍书册的胥吏，在其间常有的不良行为:“臣邑

中止有猾胥一人，世主其籍，小户有报公占、江坍等项，应开除者，非重贿此胥，不可得。举臣一邑，而他邑可知。奈之何委

良民之膏血而充奸徒之侵蚀也!”
①2
赵氏认为，常熟县胥吏掌控公占、坍荒地的申报、开除之责而借机侵蚀“良民之膏血”的情

形，在其他州县其实也都存在，需要予以必要的遏制或整顿。

在一般情形下，滨江、河、湖、海等水域的田地出现涨滩、坍荒等情况时，民间有需要占垦经营或开除旧籍的，确实需要

及时向州县官府报批，以求获得法律的保护。水域资源的控制问题因而时或进入官民的视野，在利益纠葛达到一定程度时，更

会形成严重的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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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田地被水坍没，或因淤涨成田，多由自然演化而成，具有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在南方江淮间，“沙田”不少。
①3
这样

的田地，在农学家看来，属于“润泽”之土，适宜开垦而可保农业丰熟。在乡间，“沙田”的存在类型不少。如明代的靖江县，

沙田就有积荒沙田、飞沙田，滩初成而转科的沙田，以及已出水和未出水的滩田等。
[2]
到清代，农学家对“沙田”有了详细的定

义:“沙田，南方江淮间沙淤之田也，或滨大河，或列中州，其以芦苇四围作堤岸者，有碍于河道。其滩涨亦未可常恃。”
[3]

这种江湖涨沙地，民间是可以自行经理成田的
②4
，倘经营得好，农业上可以得到理想的收获。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乡村民众已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利用潮汐进行灌溉的相关设施及管理形式。
③5
有的地方已习惯于利用海潮灌溉农田，“人工省而便

利多”。
④6
明代人在利用潮汐灌溉的同时，常在田边筑岸防沙，或树立桩橛来阻隔潮汛。当时把这种利用潮汐灌溉的田就称做“沙

田”，显然也是因沙泥淤积较多之故。
⑤7
在常州府靖江县，民众从不种植烟草等物，自沙洲积涨以来，正东圩一带逐渐有种植者，

并形成风靡之态。
⑥8
土地资源的新增，改变了原来环境的紧张之态，为地方民生带来了新的契机，从而也会形成新的农业区。

除沙田之外，类似的还有涂田、淤田，多在濒海之区，“各因潮涨而成”，经过改造垦殖，也能成为农田。
⑦9
明清文献中常

常述及的“荡地”，与此相仿，指沿海的濒海滩涂地，最常见的是草荡、沙荡、沙坦、荒坦、沙坵、涂、丘、埕、蠔、屿等等，

且多与盐业生活有关。
[4]10

至于围田与湖田，基本处于淡水区，是民间与水争田、人工改造环境的结果。早在宋代，围湖占江，以争取更多的土地资

源，已很盛行，这对地方环境平衡和水利工作当然颇有不利，“十年之中荒恒六七”
⑧10

，不仅影响民生，而且也会影响地方财

政。

可是在明代，围田或圩田已成常态，固化为民间重要的生产或生活环境。但湖荡田或因淤涨而成田的土地资源，仍在不断

推演。例如，明初常州府武进县的芙蓉湖傍湖田，就因岁久而湮废。宣德年间重建圩田后，这里仍属低洼之区，需要筑堤围护。
⑨11

本文将着重讨论这些水域环境的坍、涨问题，揭示明清时代江南民众、地方势豪与官府在其间形成的利益争夺形态及其紧

张关系，以及王朝统治在其间的影响程度。

二、河湖的坍涨问题

在淡水河湖区域，因坍、涨影响的土地资源形态，与沿海的荡田、灶田、涨洲、滩涂当然是有区别的，也与一般而言的“坍

荒”有些不同。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江浙地区，荡地开发程度如何，总的来看与淡水的灌溉能力有关
[4]98

，但相应的研究仍有待

展开，而且淡水地区的坍、涨已基本与盐业无涉，多数被选作水生经济作物的种植区与渔业区。

3 ① [元]王祯著、王毓瑚校:《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一《田制门》，农业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93 页。

4 ②正德《姑苏志》卷十五《田地》，正德间刻本。

5 ③ [清]沈复:《浮生六记》卷四《浪游记快》，收入金性尧、金文男注:《浮生六记(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05 页。

6 ④钱淦纂:《江湾里志》卷五《实业志·农业》，民国十三年铅印本。

7 ⑤[明]袁黄:《了凡杂著》(不分卷)，“劝农书”，万历三十三年建阳余氏刻本。

8 ⑥光绪《靖江县志》卷五《食货志·土产》，光绪五年刻本。

9 ⑦[元]王祯著、王毓瑚校:《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一《田制门》，农业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92 页。

10 ⑧ [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治地”条，岳麓书社 1994 年版，第 353 页。

11 ⑨ 万历《常州府志》卷二《地理志二·常州府武进县境图说》，万历四十六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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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二年(1604)担任常熟知县的耿橘，十分注意讲求当地农田水利。他向上级官府提出的《开荒申》讲道:“切照本县，

坐滨江海，田地高下不齐，肥瘠参半，兼以赋役繁重，民生游惰，以故田多荒芜，萧条满野，然非土性之荒也。水利未修，旱

涝无备，荒者且岁有益焉，则熟之难。流移未还，劳来未至，则熟之难。积逋未豁，原主告争，民虽有欲垦之心，鲜不蛇豕视，

则熟之难。风俗颓败，邪行交作，民不务本，则熟之难。卷查万历二十八九两年间，前任赵知县，清勘坍荒，有二项焉:一曰板

荒，一曰坍江。”申文中虽然指明“赋役繁重，民生游惰”是造成田多荒芜的重要原因，但是十分强调开垦荒田对于国计民生

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常熟县滨江临海的地域特质，所以在官府“清勘坍荒”的名目中，常有“坍江”与“板荒”两类，最后耿

橘还特别解释了“坍者熟田，涨者白涂，渐以成荡”的问题。
①12

明清时代的“坍江”
②13

与“板荒”
③14

，其实都是习称，或可用“坍荒”概之。在沿海地域，因海潮淹没无常，对统计清丈

在册的草荡、沙荡，官方同样立有“新涨”和“坍没”名目，以便于官员们掌握实际纳课的荡地亩数。在荡地的管理体系中，

为便于区分不同的隶属关系，又依其行业或承担朝廷户役的役名来作为具体荡地的指称。
[4]11

比较而论，淡水区域的坍涨，显得

更为零碎普遍。江南水乡，在自然力的作用下，年积月累，坍涨已极易产生。例如在吴江县，据嘉靖年间的初步估计，坍湖田

已有 589 圩，面积达 16577 亩之多。沈啓指出:“田蚀于水，水之害也，流其土以自塞其下流而为梗，非水之贻害乎?又嫁其税

于他田而并未蚀者，以嫁之水为害无有既也。昔人谓沙涨一尺，太湖水面少一尺，不知田蚀一尺，太湖水面增一尺……一水不

蚀，数害皆除。”
④15

水蚀问题确实与坍、涨现象直接相关，也连带引起赋税的摊派问题。

滨太湖地带的坍、涨情况一直很严重。根据清人的统计，在沿太湖水域的菱湖嘴、西山白塔淹、三洋洲、沙湾、新村、东

塘、斯圻、石圻、白茆嘴、胡溇、七里港、南湖、充浦等，都是由坍湖而成。而平沙滩、大缺口、牛毛墩、浪打穿、清水漾、

百渎口等，则由淤涨而生。
⑤16

关于太湖地区的坍、涨，在顾炎武整理的地方史料中，有着比较明确的解释:
⑥17

太湖中一十八港，枢纽湖心，朝夕吞吐，利害最大。其西之田，日蚀于湖者，谓坍湖。其东之沙，日涨为田者，谓之新涨(岁

有新增，其数难定)，各以万计。东南二湖俱成原隰，则壤为科，亦以万计。城南高壤，俱成民居。……坍湖、新涨，本同一体，

然坍湖出于天数，新涨则犹有人助焉。近年以来，坍者少而涨者多，盖由芦苇日蕃，则沙泥易积，非若坍湖之专俟乎风涛也。

又，其地充斥，难于丈量，故易隐而难明。其为水利之害，非一日矣。

以太湖为中心，西坍东涨是总趋势。坍、涨可以说是坍湖、新涨的合称，但两者稍有区别，就是所谓“坍湖出于天数，新

涨则犹有人助”，前者自然力的影响为主，后者多人工改造。从太湖平原地区的坍、涨的情况比较来看，似乎如文献中所说“坍

者少而涨者多”。但其实各地情况并非都是如此。

太湖以西的低丘山地，在大雨时节，水流挟带了大量的泥沙下泄入湖，在湖口就出现一定程度的淤涨后，并进一步向太湖

内部延伸。湖州、常州二府滨湖地带的众多溇港，实际上就是在这种淤涨过程中发展而来，且同时也会坍入湖中者。

湖州府乌程县的各大溇港作为山地水流下泄入湖的水利要口，虽经不断疏通，但每至冬季，内河水浅，泥沙得不到有力的

12 ① [明]徐光启著、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卷八《农事·开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95-196 页。

13 ② 《明史》卷七十八《食货志二》:“有江水泛溢沟塍淹没者谓之坍江。”

14 ③《清史稿》卷一百二十《食货志一》:“苏属兵后荒田不下二百余万亩，请令历年报荒者定为板荒，余新荒许各户指报豁粮，

俱由局招垦，则虚荒易查。”

15 ④[明]沈啓:《吴江水考》卷二《水蚀考》，乾隆五年沈守义刻本。

16 ⑤ [清]金友理:《太湖备考》卷一《太湖·太湖坍涨》，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5-47 页。

17 ⑥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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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刷，逢西北风起，太湖之水激成巨浪，泥沙随浪上翻而形成新壅积。
⑦18

湖州府域被视为七县聚水之薮的碧浪湖，一直与境内

各河流、溇港保持着贯通联系，坍涨淤阻的发生也互有关联。
①19
清人凌廷堪(1757-1809)还特别指出，康熙十年(1671)、四十六

年，雍正五年(1727)，乾隆四年(1739)、二十七年，都曾修浚过碧浪湖及诸溇港，并建立了“闸座”。但在以后，碧浪湖“沙

涨成洲”，而各溇港“淤阻特甚”，一遇大水，仍不免泛滥成灾。
②20

再如太湖下游的苏州府吴县境内的白洋湾等地，紧临太湖，坍、涨变化更为迅速而明显:
③21

吴县白洋湾为南太湖支流，二十年前湖面极阔，今两岸半成良田，祗有三戗港通湖而已。徐墅村，俗名大村，出新泾港至

东山，本水程九里，近来芦洲日涨，湖面一帆可渡，亦沧桑之一小变也。黄洋湾，在徐墅村之东，为横金浦庄一带塘河之咽喉，

三十年前水势浩渺，今弥望茭芦，几成草海，其通舟处不过带水耳，一遇旱潦，纳水吐水，均有阻滞，为腹里农田无穷之害，

为民上者，不可不留意焉。

至于规模次于太湖的西湖湖域，淤塞情形也较明显。据说西湖之中曾有“无税田数十顷”，就是所谓“湖浅则田出”的结

果。在成化时期之前，湖田已被民间私垦为业，面积趋于增加，里湖水面因而大缩。弘治十六年(1503)出任杭州知府的杨孟瑛，

为解决西湖淤塞问题，实行全面整顿，清除侵占西湖水面形成的大批田荡，将疏浚的淤泥、葑草在里湖西岸筑成长堤，即后世

所谓的“杨公堤”。
④22

筑堤防水，是乡间“因势利导”，应对坍、涨的常规举措，甚至可以利用筑堤来变滩地为良田。
⑤23

将滩地人为改造，规划

隄塘，会极大地改变了自然环境的原生状态。

当然，并非太湖水域边缘的地区，因地势低洼，坍、涨同样时有发生。嘉兴府嘉善县北部的西塘镇等地，属于整个县境内

最低洼之区
⑥24
，支河干派，湖荡连接，芦苇蒹葭，旷野无际。

⑦25
西塘镇与丁栅、大舜相隔的祥符荡，周长 9.37 公里，面积 3000

余亩(一说 3800 亩)，为县域内三大湖泊之一。水面辽阔，每遇风起，水急浪高，良田为之侵蚀，行舟时有倾覆，事故连年发生。

光绪二十二年，孝廉张义增、顾福仁等提议，经县令江峰青允准，在天字圩与金字圩之间，用乱砖填坝 200 余丈，把荡分隔成

南荡、中荡，以御风浪。民国二十二年改砖坝为块石坝，使坝身更为坚固
[5]
，更易于抵御水蚀。

比较而言，太湖的下游地带，坍、涨情形较上游更为习见。常熟县东北部的许浦，西接梅李塘，北入大江，“壤半啮于江，

存者亦涨为田”。太湖下游偏东南，北属昆山、南属青浦的淀山湖，北面通泄湖流的地方，因受水潮影响，早已淤成围田。
⑧26
至

于嘉定与上海两县分界的吴淞江东老鹳嘴、宝山李家堰一带，因受吴淞卫所海滩“涨成平地”的影响，潮势冲突李家口，泥沙

滚入里河，“一潮便有一纸之厚”。这自然是吴淞江易于堙塞的一个重要原因。
⑨27

18 ⑦ 光绪《乌程县志》卷二十六《水利》。

19 ① [清]凌廷堪:《杭湖苏松源流异派同归说》，载[清]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一百十六《工政二二》，中华书

局 1992 年影印本。另《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二十九《工部六八·水利》，所述内容，与此亦基本相同。

20 ② [清]凌廷堪:《湖州碧浪湖各溇渎要害说》，载[清]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一百十六《工政二二》。

21 ③ [清]钱思元纂、钱士錡补辑:《吴门补乘》卷一《水利补》，嘉庆二十五年吴县钱氏刻、道光十年刊本。

22 ④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一《西湖总叙》，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18、23 页。

23 ⑤ [明]朱国祯:《湧幢小品》卷上，“隄利”条，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民国二十四年印行本，第 92 页。

24 ⑥ [明]陈龙正《几亭全书》卷二十三《政书·乡筹》，“治人治法”条，康熙云书阁刻本。

25 ⑦ [明]章士雅:《夜防议》，载万历《嘉善县志》卷二《建置》，万历二十四年刻本。

26 ⑧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上”。

27 ⑨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上”;原编第六册“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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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震泽人马某所指出的那样，历来对于江南地区的治水应对，多重视太湖下游地区，原因可能在于:太湖出海河道常受潮

汐顶托的影响，海水倒灌，泥沙容易积淀，而溇港仍属通畅，所以古人治水“止及出海河道，而不及出湖溇港”。
①28

因而吴淞

江的治理一直被官府置于极重要的地位，但淤塞情况实在太过频繁，常使人工修治的成效化为乌有。早在永乐元年(1403)，吴

松江受潮汐影响而“沙泥淤积，旋疏旋塞”，从下界浦至上海南仓浦口河段，约一百三十余里，“茭芦丛生，已成平陆”；而

整个太湖下游地区，“浦港湮塞，汇流涨溢”似乎随处可见。
②29

吴江人朱鹤龄(1606-1683)指出，大概从明代以来，吴淞江河道滩涨常在上段，即从吴江长桥到庞山、九里二湖一段，而下

段常受海潮影响而壅滞，进而引起中段的湮塞。
③30

昆山人归有光也强调过，吴淞江因海潮的长期倒流，故常有潮泥填淤之患；

加之湖田的肥美，百姓竞相围占，以争尺寸之利。所以，吴淞江日渐狭隘，致使湖水排泄不畅。
④31

直至顺治三年(1646)，江宁巡抚土国宝向朝廷的上疏中，仍在强调这种坍、涨的普遍性及其问题的严重性。
⑤32
到嘉庆年间，

吴淞江中段湮塞严重，“湖泖滩涨纵横”。
⑥33

道光年间，陶澍在江南巡查时讲道，那些“滩涨之处，穵废荡田，在所不免”，

而此等荡田，“多系侵占官河而成，历年已久”。
⑦34

三、“锦灰堆”的争夺与水利废弛

乡村地方出现的坍涨，本来需要“随宜修治”。但势豪富室每遇涨滩，就希图“承佃”，更有甚者，“割江湖之界限”来

兴筑隄岸，并开垦成坵畎，称作“荡田”，然后报官给帖，就正式占为私产，水利设施的破坏往往由之而起。
⑧35

这在整个太湖

地区是具有普遍性的。
⑨36
曾任内阁首辅的杨溥(1372-1446)早已指出，土豪大户对于河湖资源的侵占，遍及江南各地，其具体表

现大多是将池塘占据养鱼，或将湮塞淤涨之处霸作私田进行垦种。这样下来，太湖地区即使有水利设施保存完好的，也不过“十

中之一”，处于“废弛”状态的要多得多。
⑩37
后来周忱(1381-1453)在巡抚江南时，对太湖流域地区豪强私筑圩田而阻滞湖水的

现象，也多有揭示，希望予以必要的遏制。⑪38

在成化年间，吴江人史鉴(1434-1496)，向政府官员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对坍荒地不能征税纳赋的看法:⑫39

江南诸州，北枕大江，东濒沧海，而太湖一水瀦其中。近水之田风涛吞噬，日削月朘，什亡四五。而粮额尚存，未经放免。

贫民包赔，岁岁无已。虽曾具告官司，勘申待报，动阅岁年，迄无了结。胥吏邀求百端，剥肤吸髓，反以为射利之资。谚有“锦

灰堆”之目，此之谓也。而贫民意幸豁除，欲罢不能，宁卖庐舍、鬻子孙，以副其求。是则穷困之中又添一厄也。今造册在迩，

适当其时，若不开除，又迟十载。是民之困苦无有息肩之时也。宜选清强官属，履行勘报，奏请开除，则吾民百年深痼之疾，

28 ① [清]金友理:《太湖备考》卷三《水治·水议》，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9-142 页。

29 ② [清]陈士鑛编:《明江南治水记》(不分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30 ③ [清]朱鹤龄:《禹贡长笺》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 ④ [明]归有光:《震川先生文集》卷三《水利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0-62 页。

32 ⑤ [清]土国宝:《筹浚三江水利疏》，载[清]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一百一十三《工政一九》，中华书局 1992

年影印本。

33 ⑥ 嘉庆《松江府志》卷八《山川志·水》，嘉庆松江府学刻本。

34 ⑦ [清]陶澍:《陶澍集》，“会同江督奏勘估吴淞江工程折子”，长沙:岳麓书社 1998 年版，第 457 页。

35 ⑧ [明]沈啓:《吴江水考》卷五《水议考下》，清乾隆五年沈守义刻本。

36 ⑨ 光绪《重修丹阳县志》卷三《水利》，光绪十一年刊本。

37 ⑩ [明]杨溥:《预备仓奏》，载[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二七《杨文定公奏疏》，中华书局 1962 年影印本。

38 ⑪《明史》卷八八《河渠志》。
39 ⑫［明］史鉴：《西村集》卷五《上中丞佀相公书》，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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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乎其有瘳也。

在这封信中，史鉴指出江南河湖地区坍涨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河港湖泊淤坍之于水利的妨碍和环境的破坏问题，与胥吏

将坍没地视为“锦灰堆”，以为“射利之资”不无关系，而且政府在其间依然规取赋税，更加阻碍了水利环境的恢复，使环境

产生了恶性循环。对地方百姓的切身利益而言，史鉴认为那些坍没的田地，在堪报后要及时奏请开除，解决百姓因无田而仍须

背负粮额的重困。

不过史鉴的想法有些一厢情愿，州县胥吏书手以“锦灰堆”为谋利之薮的情况，根本无法清除。例如在万历年间，嘉定县

的粮长、书手经常串同作弊，“或田本见熟而报为坍荒，或田本坍荒而报为见熟”，从中渔利
①40

，已成常态。同一时期的常熟

县，衙门中的老吏就利用沙滩涨没无常，反复变幻，在官府的“经赋册”不作及时更新，混淆虚实，从中谋利。万历十七年，

兵备副使李涞为此厘定经赋册籍六卷，填报百姓应交粮额是所谓“视时盈缩”。
②41

这样的整理工作，仍然只是暂时的，很难长

期持续下去。

在利益的驱动下，人为改造河滩地的同时，许多地方的公共水利设施却在日渐废弛。到明代中叶，“农政不修，水利官渐

次裁去。所谓塘长者，徒以勾摄公事、起灭词讼而已，遑问其为水利哉!”
③42
海瑞曾深刻地指出，“近年以来，水利臣旷职不修，

抚按亦不留心”，使最重要的河道吴淞江在海潮的长期影响下，泥沙淤填严重。在他巡历上海时，发现吴淞江被淤为平地的，

已有八十余里，太湖平原地区因此常常发生“水荒”。
④43

以坍涨地为谋利之区而无视水利功效的行径，实在太过普遍。晚年曾任两江总督的陶澍(1779-1839)向朝廷的报告中，认为

改变这些问题的办法，可以考虑由于沙洲地亩价少课轻而获利甚厚，官府将涨沙地充公以作水利修治的津贴；但他同时指出，

地方上每遇新的涨沙，就群起相争，酿成械斗巨案，利益冲突依然严重。
⑤44

尽管对于水利多有妨碍，但民间对于江湖涨滩的占垦，仍日甚一日
⑥45

，就是因为这些涨地和坍田，都有可资攫取的利益空

间和谋利的契机，是被民间视为“锦灰堆”一类的。

至于滩荡田对于人们的诱惑力为何如此之大，张履祥通过对湖州水乡的观察，这样解释道:“湖州，税额不均之府也……其

荡，上者种鱼，次者菱、芰之属，利犹愈于田，而税益轻。役亦如之。”
⑦46

另据苏州人顾禄的记述，除了“荡面必种菱芡，为

鱼所喜而聚”的“野荡”外，专门养鱼的池荡，就称“家荡”了。可能养鱼利厚，凡是有荡之家，都会雇人看守，抽分其利，

俗称“包荡”。
⑧47
这是时人对于上等水荡的主要看法和经营方式。

乾隆朝后期保存下来的荡坍田价格，使我们得以了解到时人在其间逐利的一些原因。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初九日，苏州府元

和县沈氏碧城仙馆的“置产簿”中，有这样一段内容:“置元邑堂习、均曰、下赤、言若、东克念、鞠字、伏字、北恶等八圩，

共官田五十二亩零，原价五底足钱六百二十八千整。”该日另立的一份契约中，则说:“置得是阴圩七十五丘荡坍田二亩三分五

40 ① 万历《嘉定县志》卷七《田赋考下》，“知县李资坤申议六事”条，万历三十三年刊本。

41 ② 康熙《常熟县志》卷七《田赋上》，康熙二十六年刻本。

42 ③ [清]郑元庆:《石柱记笺释》卷四，四库全书本。

43 ④ [明]海瑞:《海瑞集》上编《开吴淞江疏》、《处补练兵银疏》，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31、233-234 页。

44 ⑤ [清]陶澍:《陶澍集》，“请将新涨沙洲归公杜讼折子(道光八年)”，长沙:岳麓书社 1998 年版，第 142-144 页。

45 ⑥ [清]陶澍:《陶澍集》，“复奏江苏尚无阻碍水道沙洲折子”(道光十二年)，第 147-150 页。

46 ⑦ [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二十《书改田碑后(甲申后)》，同治十年江苏书局影印“重订杨园先生全集”本;[清]

张履祥著，陈恒力校释、王达参订:《补农书校释》，第 184 页。

47 ⑧ [清]顾禄:《清嘉录》卷十一《十一月》，“起荡鱼”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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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原价足钱二千文正。此契无合同上下契。内做荒一亩三分。”
⑨48

照契约中所定价格换算，当时的官田价格每亩为 12076.9

钱，荡坍田的每亩也要 851.1 钱，并不低。

经过人们的长期改造和细心经营，田荡已成为一种十分成熟的土地资源。吴江县在乾隆年间的一个分类统计，说明自南宋

以来，民间确已存在名目各异的田荡，非常具有代表性。主要包括充军食用的“公田”，民间围江湖水浅处而成的“围田”，

民间开垦江湖涨沙地而成的“沙田”，民间垦耕草地而成的“成田”，民间开垦官闲田而成的“营田”，专门用于文武官养廉

银且由民间佃租的“职田”，抄没入官的“常平田”，由乡民出力而保正负责差役的“义役田”，官买民田用于常年备荒的“社

仓田”，济养鳏寡孤独老幼残疾人等的“居养院田”、“四局官租田”与“养济局田”，官府将抄没的田拨充狱囚伙食的“囚

粮田”，被抄没入官的各种田土的“没官田”，民间永业的“民田”，总计十五种。到乾隆八年间，纳入官方统计赋税的田荡，

至少有 22 顷 84 亩之多。
①49

也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地方富豪与下层民众，即使看到潮沙日积而导致茭芦丛生，也淡然处之，最终使河港悉成陇亩，在

占垦淤沙地区中获得不少利益后，更不情愿对恢复水利、抵制海潮作出积极的努力。
②50

四、国家的动力支配

实际上，从地方州县到朝廷官员要求修复水利的呼声一直不断。正德年间，有官员就上奏指出，要保护东南这个财赋重地，

则必须维护好水利，否则“田畴不治，五谷不登，而国用不足”，并且提出了“疏浚下流”、“修筑围岸”、“经度财力”与

“隆重职任”的四大建议。巡视浙江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许廷光的考察报告，更为一针见血，指责多年来江南水利事宜因革不定，

基本原因在于水利官员裁复不一，所以地方上一遇小水，往往就酿成大灾
③51
，将主要责任归咎于制度应对与专职官吏的不稳定。

成化二十年进士、曾任工部主事的姚文灏，从整顿地方政治的角度，改变水利工程的维护制度，仿效嘉兴府等地“均徭派

拨”的办法，将沿江滨海因潮汐影响而淤塞的港浦，进行有效的疏导，从而在水利工作上，改变以往“富者有累年而不役，贫

者无一年而不差”的不合理局面。
④52

到嘉靖年间，像姚文灏一样，有不少人都在为改造水利环境以发展农业生产，付出了积极

的努力。周凤鸣于嘉靖十一年间的一份奏疏中，还在疾呼江南的水利工作，要以疏浚支河、修筑圩岸为急务。
⑤53

就最为重要的排水干道吴淞江而言，其北面之地势较为平坦，经常被附近百姓开垦成田，从而使江水壅塞，水灾由此产生，

迫使政府发起大规模的整治活动。
⑥54

类似这样的情形，当在明代后期也时有发生。譬如，昆山人归有光就其生活时代之体会，

曾要求改变吴淞江近海河段受潮汐顶托时常出现的淤塞，以及周边湖田肥美引起民众围占对河湖水体的不利影响。
⑦55

从行政区域来说，明代的苏州地区有一州七县。按地形地势来看，太仓、嘉定两县地滨海岸，吴县壤接山原，颇为高阜，

而长洲次之，常熟又次之，昆山又次之；至于吴江，则独当太湖之冲，地势最下，所谓“一遇水患，受祸独先”；而孤悬海上

48 ⑨ 苏州府元和县沈氏碧城仙馆置产簿(钞本)，转引自洪焕椿编:《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9 页。

49 ①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田荡》，乾隆十二年修、石印重印本。

50 ② [清]胡渭:《书扬州田赋后》，载[清]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三十二《户政七·赋役四》。

51 ③ [明]吴巗:《条上水利事宜疏》(正德十三年)，载[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十四《章疏》，四库全书本。

52 ④ [明]姚文灏:《导河夫奏议》，载嘉靖《江阴县志》卷五《徭役》，嘉靖二十七年刻本。

53 ⑤ [明]周凤鸣:《条上水利事宜疏》(嘉靖十一年)，载[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十四《章疏》，四库全书本。

54 ⑥ [明]不著撰者:《吴中水利通志》卷一《苏州府·治绩》，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年锡山安国铜活字本。

55 ⑦ [明]归有光:《震川先生文集》卷三《水利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0-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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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崇明，本来就是沙岛
⑧56
，滩涨更是无常。这里水利事业之重要性，在明朝人看来成了江南地区的重中之中。

⑨57

为了维持河港湖泊的生态，以更好地发挥其效益，地方官府长期困扰于太湖地区河湖的治理工作。在嘉靖三年以前，苏州

府地区频繁以浚治吴淞江、白茆塘、许浦塘、湖川塘以及各种开浦修圩、浚港筑堤等工作为主的治理，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证。
①58
其中，正德末年开始动议而展开的江南治水工程，费时六月才完工

②59
，影响较大。领导此次治水的，是有着诸多荣衔的工部

尚书李充嗣。在他的推动下，一些朝廷官员与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个府州县一起，协同进行水利整治工作，重点

在白茆港。
③60
工程动用了军民人夫近十万，耗资庞大。在治水完成后，李充嗣又对江南水利的完善作了这样的设想:“臣欲行令

苏、松、常、镇所属州县，每年量派导河夫银，掌印官同治农官征收贮库，专备水利修理支用；再仿古制，备行该府造小船二

十只，每年于均徭内查编捞浅水夫四十名，置铁扫帚、浚川杷各二十副，专委水利官监督，不时爬洗，庶潮沙不致壅积；每遇

农隙，各治农官督工修浚，仍通行约束，不许别差占及营求管事；其水利郎中循行提督七府地方，凡有益于水利事宜，关系运

河重事，以时修浚，悉听巡抚官节制。”可惜就实际而言，此次大规模的治水运动，收效不大，仅开了白茆港，而开了没过几

年又淤积严重。而李充嗣向朝廷最后所提的，也不过是设想，并未真正施行。所以，吴江人沈啓(1490-1563)对此作了如此评价:

“治水工程，此举最大。止开白茆一港，其它河港无浚、圩塘无筑，虚数奏报，是以疏内所开江湖水道，间有舛错，征诸宋元

及本朝夏忠靖等疏，不辩自明，万计工食，堪为深惜。”
④61

在浙江地方，亦曾有一系列的水利策略，供地方州县参酌推行，主要如下:
⑤62

一，修筑围岸，苦于无土。若围外河水浅狭，即将外河车干取土；若外河深阔，则将围内沟洫车干取土。此一举两得之术

也。

一，凡围内有径塍者，遇涝易于车戽，是以常年有收；其无径塍者，遇涝难于车戽，是以常年无收。宜谕充田户，凡大围

有田三四百亩者，须筑径塍二条，七八百亩以上者，如数增筑。

一，围岸田畔，或土脉虚浮，外水渗入，昼虽车乾，夜复涨溢者，宜于岸塍中心开掘一槽，深及外河之底，随罱河泥填及

一半，俟其稍干，用杵筑，令坚实；又复罱泥筑漏，则水无自而入矣。又有围岸因鳅鳝窟穴或树根朽烂，遂成漏洞者，亦依前

法筑之。若田中有泉小为害者，可用砖灰围砌泉口，如井栏状，则泉不漫散，或将泉口掘作深坎，用大缸覆之，却以泥土围筑

缸上，而泉亦不能出矣。

一，高田去河辽远，无人可车者，须于田内计亩开塘，如田一亩，开塘一分，以上各依数开之，庶可防旱。

这四条策略，内容颇细，涉及到如何因地筑围、围内修田塍、开水槽，以及无水可灌的高田要重视水塘建设等。值得注意

的是，高田是按田亩数的比例来开凿池塘，前提是要适当减少种植面积。这方面的利害关系，明人梁寅说得更为透彻:“尝观之

56 ⑧ 崇明沙洲的坍涨及其产生的地方利益冲突，可参王日根、徐枫:《争沙案所见明代崇明地方社会秩序》，《江南文化研究》

第 6 辑，学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13-421 页;冯贤亮:《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6-57 页。

57 ⑨ [明]张内蕴、周大韶:《三吴水考》卷三《苏州府水利节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8 ①详参[明]不著撰者:《吴中水利通志》卷一《苏州府·治绩》，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年锡山安国铜活字本。

59 ② 《明史》卷二百一《李充嗣传》。

60 ③[明]张国维编:《吴中水利全书》卷十四《章疏·李充嗣奏报开浚各项工完疏(嘉靖元年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1 ④ [明]沈啓:《吴江水考》卷五《水议考下》。

62 ⑤ [明]不著撰者:《吴中水利通志》卷九《考议·明浙江布政使何宜水利策略》，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年锡山安国铜活字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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畎亩之间，若十亩而费一亩以为池，则九亩可以无灾。患百亩而费十亩以为池，则九十亩可以资灌溉，民弗不知此也。盖以膏

腴之坏，人之所惜，一家之田，止十数亩，或二三亩，百亩之中，孰能弃十亩之地以为众人之利乎?”梁寅指出民间存在的问题

是“知与水争地而不知与田蓄水”，损失小部分良田作为蓄水池来维护大部分的膏腴之地，是当时人并不愿认真做的事情。
⑥63

嘉靖以后比较重要的治水工作，当属万历初期林应训在整个江南地区的治理整顿。明初以来至万历年间，江南“一切圩岸

陂塘，尽皆荒圮，年复一年，水利大坏，卒逢旱潦，势成坐毙”，确实需要择派水利官员廵行修治。万历五年，钦差、巡按直

隶、巡视下江兼督水利监察御史的林应训提出，苏、松水利的重点是开浚吴淞江中段，“以通入海之势”。
⑦64

林应训条陈江南

治水的奏疏原文很长，讨论江南水利淤废、河湖淤浅滩涨、应开干河支流、经费数目及筹措、疏治水利的步骤等问题，十分细

致。
①65

次年，林应训领导的治水工程就展开了。
②66

一般认为，当时以吴淞江为中心的水利整治，最具意义的是万历九年(1581)

的系统规复运动，基本解决了重要河道中的滩涨问题。
[6]

清代初期在江南居留十多年的布政使慕天颜(1624-1696)，十分熟悉江南农事，认为“江南赋甲天下，又大半出于苏松常镇”，

但以苏、松、常、镇而论，要先大兴水利而后可言足国富民。
③67

康熙时期，这一问题得到了政府相当多的关注，把江浙地区的

水利作为最为紧要的政务。
④68
康熙十年(1671)，江苏巡抚都御史马祜(1628-1676)的奏疏强调了康熙九年夏季地方上出现的大水

灾，是因潮水泛滥并且刘河、吴淞入海口被淤塞而导致积水三月不退，迫使“农工废业，人户流亡”。
⑤69

同年，慕天颜上疏指

出:“自三江湮塞，震泽泛滥，以田为壑，而苏、松、常、湖、嘉、杭六郡受患日深。上年水患瀰漫四野，数百里间，不第禾尽

无收，抑且室庐漂没，流离疾苦，不忍绘图。”
⑥70

当年及康熙二十年都出现了慕天颜领导的较大规模的治水工程。
⑦71

其间，马

祜于康熙十三年曾向朝廷题请，要求严禁地方豪强违占河湖地区，关注重点置于镇江府丹阳县内的练湖。练湖分上、下二湖，

湖区函闸的维护关系到了左近运河与地方水利的要害。
⑧72

就后来康熙二十年的治理而论，以兵部尚书头衔巡抚江南的慕天颜，在上疏请求开浚白茆港前，已安排常熟知县林象祖排

措具体情况，获得朝廷允准后，即由任粮道副使刘鼎总理其事、同知刘三杰监督工程。慕氏奏疏中所陈的主要理由及设想是这

样的:
⑨73

江南赋税甲于天下，苏、松、常、镇课额尤冠于江南，凡所以佐天庾而充国用者，无一非藉农田之收获。苟水旱之失宜，

必致灾祲叠告，则广渠资溉之筹，诚东南第一急务……其白茆滩涨之地，多系人民开垦，报升钱粮。今若开挑，必照河面丈尺，

将土挖去；此外，又须高筑崖埂，则巳垦报升之地，既复挑废，自应各照河崖所占，察明造册，按数请豁，庶免垦户赔粮之累。

疏文不仅要求对滩涨地方以水面丈尺的标准进行开挑，并高筑埂岸，同时题请对挑废的水田按数豁除粮额，以免民户赔累。

63 ⑥ [明]不著撰者:《吴中水利通志》卷九《考议·梁寅论田中凿池》，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年锡山安国铜活字本。

64 ⑦ [清]万斯同:《明史》卷九十四《河渠十·郡国水利下》，清钞本。

65 ① [明]张国维编:《吴中水利全书》卷十四《章疏·林应训欵陈开浚吴淞江工费疏(万历五年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6 ② 光绪《青浦县志》卷五《山川下·历代治水》，光绪四年刊本。

67 ③ [清]慕天颜:《水利足民裕国疏》，载[清]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二六《户政一》，中华书局 1992 年影印

本。
68 ④ [清]赵士麟:《与苏抚宋公书》，载[清]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四三《户政一八》，中华书局 1992 年影印

本。
69 ⑤ [清]马祜:《奏请开浚刘河吴淞江》，同治《苏州府志》卷十一《水利三》，江苏书局光绪八年刻本。

70 ⑥ [清]慕天颜:《疏河救荒议》，载[清]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一百十三《工政一九》，中华书局 1992 年影

印本。

71 ⑦ 同治《苏州府志》卷十一《水利三》，江苏书局光绪八年刊本。

72 ⑧ 光绪《重修丹阳县志》卷三《水利》，光绪十一年刊本。

73 ⑨ 康熙《常熟县志》卷六《水利》，康熙二十六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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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乾隆时，荆溪下游的百渎地区，定跨等港上承南部的水流泄入太湖，泥沙“随水出口”，所以“港不淤而深阔”；近北

的河港则有通有塞，与宜兴县境溇渎的情况相同。
⑩74

在乾隆二十八年庄有恭疏请修治三江前，曾于浙江巡抚任上，已拟浚乌程、长兴两县的七十二溇，但事未展开就移治吴中。

当时的水利委员张世友等仍有上书，揭示江南水利问题较详，主要计划如下:⑪75

请帑以浚三江之正河，俾通身深阔，来水足以容，去水足以泄，而不致有冲突旁溢之患；

案县计图，以浚三江两岸之干河，令各县自为查勘，详请以资四境之灌漑；

每岁轮修，支港必深必通，俾高下田畴，旱潦有潴泄之处。

上述论及的江南水利问题，其实大多袭自前人的陈见，并无新意。但在此际所提的各种应对举措，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

水利规复的观念与可能的方案。

嘉庆九年(1804)，江南地区又发生了一次大水，江浙两省都“会议疏浚”，但时隔多年“竟无成说”。
①76

道光时期江南水

利工作的重要领导者，首推陶澍(1779-1839)，对地方水利的整治全面而有效
[7]
，具体工作仍以吴淞江流域为主。道光七年，陶

澍安排陈銮负责疏浚吴淞江，主要涉及上海、青浦、嘉定三县地方，同时要求同沾水利的元和、吴江、震泽、昆山、新阳、太

仓、镇江与宝山八个州县分段承挑，清理淤塞、滩涨及其影响的荡田等，费时约四月。
②77

为了鼓励地方官员、促进地方水利事业，在道光十四年开浚太仓、镇洋两境内的浏河成功后，朝廷特地对相关官员予奖励

表彰。
③ 78

而在前人的基础，对江南水利进行全面整治的，则推林则徐(1785-1850)。他在疏通黄浦、吴淞后，又大举挑浚浏河、

白茆，并发动苏、松、太各州县全面治水。
[8]

上述所有规复水利的运动，也曾注意到了江南水利生态的系统性，“譬之人身，天目首也，诸山溪口也，雨泽饮食也，太

湖其胸腹，三江其肠胃，海其尾闾也”；
④79

也是从维护水利事业、发展地方经济、预防水旱灾害的角度出发的；也都是以官方

为主导，国家的动力支配成为主流。但是，却因各种原因，屡兴屡废，皆与自然演化、人为破坏，特别是与人去政废有着太多

关系，颇令时人感叹。

五、余论

尽管自然演化与人为废弛总使地方水利不断受到损害，但从州县的层面来看，经济利益的稳定获取总是置于首要位置，所

以常见对于水利的荒怠现象，都是州县官府为扩大税赋而近乎“放纵”的结果，从而形成各种私占“合法化”的怪象。

74 ⑩ [清]金友理:《太湖备考》卷首《荆溪县沿湖水口图说》，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 页。

75 ⑪ 同治《上海县志》卷四《水道下·历代治绩》，同治十一年刊本。

76 ① [清]包世臣:《中衢一勺》卷七上“附录四”上《江苏水利略说代陈玉生承宣》，载《包世臣全集》，黄山书社 1993 年版，

第 188-191 页。

77 ② 光绪《松江府续志》卷七《山川志·水利》，光绪九年刊本。

78 ③[清]陶澍:《陶澍集》，“陈奏开浚济河并建设石坝涵洞全竣折子(道光十四年)”，岳麓书社 1998 年版，第 477-481 页。

79 ④ [明]张内蕴、周大韶:《三吴水考》卷二《三吴水利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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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湖区在吴江等地的泄水口，在道光年间大半湮塞，地方百姓“利其业者”又不愿疏浚，于是积弊日深。
⑤80

而且在很多

地方，水利之害又往往由权豪之家侵夺地方利益所造成。权豪之家“每据津要处所，牢钉椿橛，密簾数罟，以截水利，坐视百

姓垫溺”；在湖荡沮洳地方“筑岸围护”，使之成为沃壤，并向政府表示愿将这些地方“升荡科轻额”，从而杜绝他人的举告，

官府更乐意从中收取赋税，对这种侵占自然是视而不理。
⑥81

官府贪图短利，对地方豪民所占吴淞江沿江淤地广植芦苇等物，不

但不加阻止，反而“规取其税”的情形
⑦82
，其实随处可见。

⑧83

在昆山人、翰林院学士顾鼎臣(1473-1540)向朝廷上奏的“钱粮积弊四事”疏中，有一条专讲“查理田粮旧额”，要求江南

地方州县官员:“于农隙之时，责令各属里甲、田甲、业户公同将本管轻重田地涂荡，照洪武、正统年间鱼鳞风旗式样，攒造总

撒图本，细开原额田粮、字圩、则号、条段、坍荒、成熟步口数目，府州县官重复查勘的确，分别界址，沿丘履亩检踏丈量，

申呈上司应开垦者开垦、应改正者改正、应除豁者除豁，田数既明，然後刊刻成书，收贮官库，印行给散各图，永为稽察。”

这一要求与举措，是针对那些企图以坍荒田土为“锦灰堆”、不断向民间渔利的州县吏书们，“不得售其奸欺”，从而使小民

们免包陪科扰之患。
①84

可是这样的要求与社会实际总是相差太远。地方的占夺和势豪对于利益的垄断之态，一直在持续。康熙四十七年间，苏州

府长洲县发生恶棍侵占湖面，甚至将河湖利益输送给苏州织造官的亲属，因情形恶劣，才引起政府的关注，并于次年底发布了

一份禁令，并勒碑刻石，要求永禁城乡“豪强”以各种方式私占湖面、妨碍正常的民生，允许百姓照常在河湖内罱泥、捞草、

采捕等。
②85

雍正初年，吴县太湖边上本由淤涨生成的大缺口，涨生新的小洲，茭芦丛生，到乾隆时期已达百余亩。东面的一户金姓人

家就据而占之，故称“金家洲”。大缺口位于武山与之间，宽仅里许，是北湖水入南湖的咽喉。但洲涨其中，严重阻遏了水势。
③86
这样的情形，也会引起其他民众的不满。

晚至乾隆年间，地方百姓又联合向官府呈告，指出“倘前弊踵行不已，茭芦日长，水口全湮，一遇霪潦之岁，湖水南下无

路，势必旁溢四溃，不独武山、大村田亩淹没，自菱湖嘴以东一带地方，虽有行舟小港，不能畅泄洪流，亦必泛溢为灾。此日

后之隐忧也。”他们要求严禁附近居民不许种茭设簖，禁止私占，阻塞水口。
④87

他们的条陈，清楚指明新涨水土资源中利益的

存在，妨碍了当地防洪、泄水的机能。东洞庭山居民曾请太湖厅黄公批准，拟清理这一问题，但因黄公病卒，结果不了了之。

清人赵振业以吴江地区为例，对当地的类似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该县环水而居，荡、湖、湾、漾等水体数以百计，菱芡、

茭芦、鱼鳖等水产品利甲苏州府。这方面的利益又多半被大户所占据，百姓从事这方面生计的，利润先交给豪右之家，剩下的

80 ⑤ 参[明]伍余福:《三吴水利论》之六《论七十三溇》，嘉靖吴郡袁氏嘉趣堂刻《金声振玉集》本;[清]钱泳:《履园丛话》

丛话四《水学》，“来源”条，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92-94 页。

81 ⑥ [明]薛尚质:《常熟水论》，[清]曹溶辑、陶樾增订:《学海类编》，第 48 册，上海涵芬楼据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

本民国九年影印本。

82 ⑦ [明]归有光:《震川先生文集》卷八《论三区赋役水利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69 页。

83 ⑧ 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吴江县太湖浪打穿等处地方淤涨草埂永禁不许豪强报升阻遏水利道碑记》，载[清]金友理:《太湖

备考》卷一《太湖·太湖坍涨》，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7-48 页。

84 ① 《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十八，“嘉靖九年十月辛未”条。

85 ② 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长洲县严禁豪强霸占湖荡索诈渔户碑》，载苏州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

究室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85-286 页。
86 ③ [清]金友理:《太湖备考》卷一《太湖·太湖坍涨》，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6-47 页。
87 ④ [清]钱思元纂、钱士錡补辑:《吴门补乘》卷一《水利补》，“乾隆十四年六月东洞庭山士民大缺口水利条陈”条，嘉庆

二十五年吴县钱氏刻、道光十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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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留给自己生活。最初的时候，豪民贿赂吏胥“纳水面粮”，号称“告佃”，其后不断大肆兼并，甚至连地方官都不了解详情。

在乾隆二十九年，巡抚庄有恭来到苏州地区，水道壅阻的严重现实迫使他上疏要求大力开浚，“尽铲沿湖茭蒲，决淤涨”，这

项工程当然耗去了不少国帑和民力。但数年后，豪民又通过贿赂的方式，从吏胥那里优先获得侵占濒湖田亩的特权，再纳“水

面粮”，从而可以大肆纵容人们种植茭芦等物，以致茭芦等物蔓延满湖，壅塞状况更倍于前。赵振业接着感叹道:“以圣朝之富，

东南财富之饶，岂惜此区区水面，与人争尺寸之利。而奸豪恣为水害，罔顾国计，此其可叹惜痛恨者也!”
⑤88

本文的考察，涉及明清时期太湖平原地区的环境变化、制度设计与社会应对问题。环境的塑造或变革进程，必然会影响到

王朝统治的一些基本利益，统治者在制度上都有其各种应对方式或策略，但施行的前后过程中，如何与地方社会特别是基层民

众的利益达致一种平衡状态，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当然，这种平衡关系一直都在变化，受到来自环境与社会两方面的持续性影

响。当王朝制度中没有中和、约束的状态下，王朝利益与地方利益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威胁。本文的观察点基本在水域资源的

利用层面，从明清时期地方官吏的角度来看，水土坍涨可能带来的利益，使其本身被视为谋利凭借的“锦灰堆”，且广受注目。

坍涨的发生必然会影响民间百姓的课税负担，也必然要求州县官府及时调整。当一个县级行政单元内，坍涨的发生影响了

固定的征税额，特别是坍没田地的税额得不到适当的弥补，州县官理应向朝廷呈报，要求减免。但实际上，一般的州县都不愿

或不敢承担国课“缺额”的风险，地方小民只能因此常受坍地税额的赔累之苦。至于水面涨田，官方更不愿长期由得利地方豪

右或小民没有任何负担地去经营，其获利与官府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倘若没有对地方水利事业造成过多过大的影响，或者朝

廷对于江南水利的关注工作中无视这些现象的存在，那么坍、涨问题等于被州县放纵了，民间的私垦私占将永远得不到遏制和

改变。

在历史时期，淡水区域更多的水荡田，早已被归在课税田亩的体系之中；同时为免民间在坍涨方面出现的利益纠纷，由官

府出面，订立规约，甚至勒石分界。水域政治似乎因而彰显。总之，对坍涨的态度、对“锦灰堆”的占夺、对水利的设计以及

对于乡村社会的建构等，可以从水利与环境的交互视野下，得以窥探一二。无论是当中呈现的利益冲突，还是权利与资源的交

换，都可以视为因广泛的水利问题而引发的复杂社会关系。与水争田、与民争利是明清时期太湖水乡生活的常态，也是环境变

化、生存压力下的表现，并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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